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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从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日益强劲，其中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史

学界的新兴理念，影响越来越大。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跃居历史学科的主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各种史学流派有着明晰的分界，有着独特发展

的特点，有着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内容，因此完全可以构成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独立课题。但研究这个课题，

不能脱离近现代社会的背景以及与其他史学流派的关系。于此之际，为保障这项研究的健康发展，讨论

和解决其中的一些基本理念问题，正当其时。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视角

历史研究因其内容的多面性，具体的研究课题可以有多种的视角，作为历史学一个专业的史学史

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不言而喻，在整体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应当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

发展的状况，使它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近现代的史学状况是丰富而又十分复杂的，在社

会文化的转型时期，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传统史学结合于西方的史学方法，加之新开发的史料，

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历史学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考察、揭示及解析真情实事，作为

整个学科的基础和第一要素。这种旨在求真的历史研究主要依靠史料的把握，在史料解析中固然需要高

层次的辩证思维，而一般的形式逻辑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这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求真宗旨

下，可以取得精湛而意义久远的历史研究成果。因此，在混一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框架内，不容易使马

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学术研讨的焦点，研究深度受到限制。解决的方法应当是首先相对独立性地设置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整体研究，经过精深探索，再回返到中国近代史学史中考察。简言之，就是要建立

起深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视角，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迄今为止，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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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主要还是集中于史家、史书、史学等个案的探索，整体性研究虽然

起步，但重要成果还在期待之中。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者应当用何种眼光并且关注哪些要点，即构成一定立场之下的学术视

角。在这里，立场是十分重要的，立场不同，研讨的眼光与着眼点会大不相同。只要具备实事求是原则，

就不能不承认自近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持续向上发展的状况。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具有严密、

深入的逻辑体系，因而在总体上予以肯定性的评析，乃是理所当然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应当包

含具有正面肯定的鲜明立场，其探讨的视角需要体现出以下几点：

一是着眼于清理和查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史实，贯彻以求真为第一要素的史学准

则。只有史实无讹，细节清晰，论述方能底气充足，根基牢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是在

近代才发生、发展的，历史并不悠久，但仍然有许多相关事实需要进一步梳理和考订。尤其是一些关键

性的事件，更应当全面考察所有真实的细节，以便予以确当的评论。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

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件，其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

展的关键著作，但这部书的出版面世，到底是郭沫若的个人行为还是党组织的策动和运作？评论者多

未涉及于此。实际上，此书之面世，主要是在中共宣传部的组织和推动下得以实现的。郭沫若在写于

1929 年 9 月的本书《解题》中说：“本书之出版全靠李一氓兄督促斡旋，各种参考书籍的搜集也多靠他，

我特别向他感谢。”a 李一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对郭沫若此书的督促和协助，

必然是党组织的既定工作。认定这一重要情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产生和发展，对于随后的社会史论战，就会得出更加深入的评析。由此可知，全面理清基本史实，在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二是必须以理论思维的角度研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来具有特别重视历史理论和

思想方法的特色，唯物史观从出发点上就呈现出鲜明的理论性、原则性，理论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存在方式，亦即一项基本的事实，因而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进程，也就不能缺乏理论思维。马克

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仍然与所有史学研究的格局一样，应将考实求真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不

可偏废。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和更加崇高的学术使命，要求对于史实的考订

更为精深，理论思维的水平尤其要超越其他史学流派。以理论思维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使研

究成果呈现为理论的层次，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状况的实质特征。仅仅堆积一些事件、人物等，

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什么能够在旧中国立足和不断壮大？为什么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却迅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哪些独到特点和优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之间有哪些矛盾和契合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当在研究中予以

解决，缺乏精深的理论思维，就不能完成这种学术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及唯物史观，经过马克思等经典作家 150 多年来的精心探讨和论述，已成

为成熟化的学说，虽然还应当随着时代变化继续发展，但基本原理则已奠定基础。然而，与史学史研究

联系较为直接的史学理论不等同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针对的对象是历史学，历史理论概括的是客观历

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未遑系统地研究史学理论的问题，这是中国史学界需要共同努力承担的学术

使命。

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以史学史的系统研究为基础，反过来又是保证史学史研究迈向高水平、高层

次展开的必要条件之一，二者为辩证的互动关系。因此，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群体而言，

应当同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讨。这里需要申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绝不仅仅关照马

克思主义的史学，而是要成为概括整个历史学的科学理论。当前有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学理论流行于世，

a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卷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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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的根本性问题作出不同程度的曲解，惑乱认知，影响消极，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正本

清源，是十分迫切的工作。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具有繁重的

学术任务，具有广阔的创新前景，在实际探索中需要运用最好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

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二、思想方法与学术视野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务必要学习和运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将繁杂的史实条理

清晰，才能在理论上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恩格斯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

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

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的正确或不正确。”a 与辩证法对立的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

法，其缺陷是以孤立、静止和片面的眼光观察事物，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要避免落入形而上学的误区。

第一，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来说，我们不能将之孤立起来看待，而是要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

之中、联系当时历史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加以评析。中国近代的政治和文化状态错综复杂，相互冲突的政

治派别与政治观念很多，文化理念也千差万别，单就历史学而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之中有恪守旧

史学观念的信古派，有怀疑中国旧有上古史体系的古史辨派，有接受形形色色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史学团体与个人，而史学界所接受的西方史学理念也是五花八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在这种多样

政治文化与史学的环境中，不是与外界绝缘的。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即使有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和对

立者，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守旧信古派史家和疑古派史家考辨史实的成果，都可以被马克思主义

史学所汲取，其中的重要成果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赞扬，郭沫若既赞扬过王国维，也赞扬过顾颉刚，

这里体现的是史学求真意识的共性。但比较而言，疑古派富于史学的批判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精

神较为贴近，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

大体是被他道破了。”b 顾颉刚则认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

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c

至于西方五花八门的史学理论流派，除先期传入中国的社会进化论可能“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吹

响了前奏曲”之外，d 其余则多有抵牾或冲突，在理论层次上，不同体系的史学观念，相互之间很难协

同和共融，如历史进化论，不仅内部光怪陆离，派系复杂，整体上也与唯物史观不在一个思想理路之上。

因此，将持有不同史学理论的史家笼统归入一个“史观派”，是十分荒谬的做法。反观以梳理、考据与

叙述史实为治史特征的史家，凡颇具业绩者无不各有自己的史学理念，如信古、疑古之间激烈的争辩，

甚或各不容让，哪里有同属一个“史料派”的模样？因此，有人构建出近代史学中的“史料派”与“史

观派”二元对立之说，追随者不少，其实乃向壁虚造而已。

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置于近代政治文化与史学的环境中研究，不仅可以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史

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通过分析各类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应，分别作出研讨，可以更新对近

代诸多史家的评价。多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也有长足发展，而建立马克思主义史

学史研究的视角和视野，这不仅仅需要汲取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史学

史的研究高度，重新审视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的讹误和不足，纠谬补偏，打开整个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

的新局面。

第二，史学史学科本来就是要探讨历史学的发展变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同样必须以发展的

a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82 页。

b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第 274-275 页。

c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 12，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407 页。

d 参见李波：《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以李大钊为例》，《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8 年第 4 期。



-106-

观念予以研究。以发展、变动的眼光观察可见，有些西方史学流派传入中国，虽一时轰动，但随后则渐

渐衰退；另一些则影响力相当贫乏，很快被学界摒弃。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产生以来，就不断

地成长壮大，直至居于全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个特点，全面探索形成这

种状况的综合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随着时代的前进，有局部需要补充和细化的内容，有

因地、因时制宜而个别需要调整的内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还

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需要有系统地建立起来。面对西方诸多现代、后现代史学流派对历史学根本理

念的曲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唯物辩证法为思维方式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需要急切补充和

细化的内容。在资本主义形成世界体系的状态下，还有一些处于社会发展显著滞后的民族和地区，其发

展前景不能不受外来影响，唯物史观最初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阐述，必应有所补充和调整，使之更

为丰富、更具活力。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从半封建社会经过特殊路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丰富了唯

物史观社会发展阶段学说的内容，即为显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必须注意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新

发展。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中，避免片面性的形而上学误区，要点是防止将唯物史观从整个

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任意割裂和肢解，防止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理论与政治任务做绝对化的分割。马克

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互为表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

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总结和概括自然界规律、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以及从

人类解放事业的斗争实践中得出的，具有精深的理论性、学术性、批判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哲学

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a 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给

予唯物史观的主题之一，从唯物史观的论说中，必定能够体会出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指向科学的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任何将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单列出来，将唯物史观分割为学术

的与意识形态的两端，都是糊涂与错误的做法。对此，下文还会涉及。

唯物史观既然是发展、变动的，那么在不同历史阶段，也会有与现实社会联系的不同侧重点。在社

会革命运动时期，强调阶级斗争、历史规律及社会主义方向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做唯

物史观整个体系的学术反思和研究也是必要的，但这仍应具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的现实目标。

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也可以形象化为观察事物的视野。防止以孤立的眼光认识马克思主义史

学史，即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背景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显示出考察视野的深远与透彻，

是辩证法的光辉普照到形而上学所难以抵达的奥妙之处。避免以静止的观念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

考察眼光对视野的扫描和追踪，具有积极、主动的活力。发展、变动的理念，是辩证法所具备的最显著

的特点，是防止认识僵化的基本保障。摒弃片面性，意味着考察问题之视野的扩大，并且注意到所有内

容，但又不是平均用力，在发展观念的指导下，成为有重点并且也有着重点随时转换的全面性研究。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思想阵线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取得的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但唯物史观在理论上的胜

利，则很早就显现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之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距离成功尚远，但马克思主义

学说已经在西方社会中取得理论上的胜利。逻辑缜密、体系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证据充沛、分析透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旗帜鲜明、论证翔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学理之精

深，格调之高正，是任何其他理论都不可比拟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影响力之大，

是此前此后传入中国的其他西方历史理论所无法企及的。而思想上的科学性以及与劳苦大众利益的息息

相关，则是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必然取胜的切实保障。

a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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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影响范围虽大，但不是所有认知者都会全面接受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念，其中

有随意抽取唯物史观的部分论点者，有曲解或误解唯物史观的原意者，有仅仅使用部分术语装点门面者，

也不乏直接的攻击谩骂者。涉及近代史学界出现的各色人物，他们的经历、立场、学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言论多样且多变，十分复杂。但言论和理论上越是表现得复杂，越是要在学术上将之清理明晰，划清马

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思想阵线，不能把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混入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此乃马克思主

义史学史研究的头等要务。最容易混淆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界限的研究课题，是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关于社会史大论战状况的研究。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议论，也确实存在较多的阵线不清、是

非混淆之说。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宣布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 1924 年实现了第一次国共两

党合作，随后展开北伐战争，革命运动进入高潮。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也迅速传播，共产党的学人自然

加强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领会，而不少国民党内的学者也受到了唯物史观很深的影响。1927 年国民

党当权人物先后背叛国共合作，实行反共、清共，大革命因而失败。在苏联，也因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

见冲突，导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派别的公开斗争。于是，原先参与革命、关注革命并且读过马克思主义

著述的知识界人物，对革命失败的原因及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予以反思，并且延伸到对整个社会历史的

探讨，各派力量主张抵牾，激烈争辩，形成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就狭义的社会史论战（不包括中国当下社会性质问题）而言，其中固然包含学术论辩的因素，但其

中的政治背景极为浓厚，不能忽视。参与论辩者主要由四种人构成：其一是与斯大林、共产国际保持一

致的中共干部派，其二是国民党人因受蒋介石集团政治挤压而要求改组国民党的“改组派”，其三是追

随托洛茨基思想的“托派”，其四是脱开政治派别的个人参加者。无论是形成派别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

论辩，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所有参与论辩者的言论，都不同程度地由其政治立场所制约。

因主办《读书杂志》而推动社会史论战形成高潮的王礼锡，曾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

物的内部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辨证法做武器”。a 还有一些人说过类似的

话，将社会史论战看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争论。时至近年，一些学者以此为据，不仅将陶希圣等诸

多涉及社会史论战之人统统归入“唯物史观派”，还主张把“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马克思

主义予以“分离和切割”，设想反共、反革命分子可以同时是个“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史观学者。

这是极为错误、极其糊涂的观念。王礼锡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知半解，颇多误会，岂能以他的

说法作为依据？

唯物史观是严密、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其内容的基点和底线不容歪曲和抹杀。其一，唯物

史观指出社会发展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基本

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其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所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形态

的核心，不同的社会形态展示了历史上各种社会的根本性质，历史研究必当抓住这个重点。其三，社会

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在存在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社会中，必定形成

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四，社会历史的发展，终将走向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基点内容不可以舍弃任何一项，否则就是脱离或背叛了唯物史观。这里有必要

深入领会列宁的论断：“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

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b

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各个成员，毫无疑问都是曾经接触过唯物史观基本理念的人物，但对唯物史

观的理解程度参差不一，又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制约着他们的思想理念，因此除了坚定信奉马克思主义

a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上
海：神州国光社，1931 年 8 月。

b《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32-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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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干部派人士之外，其余许多人即使对唯物史观并无恶意和反感，但他们的发论立说，并无恪守唯

物史观基本理论的意识，往往只是摭取个别观点、概念为其所用，且难免出现曲解与误解。参与论战的

国民党改组派人士，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距离，他们可以赞成和运用唯物史观的

一些研讨历史的方法，但却是将之掺杂在其他的历史观念体系之中。在社会史的论战中，他们不仅要对

大革命失败状况进行反思，而且更进行了历史观念的自我反思，其结果是大多数人逐步摒弃了原有的对

唯物史观些许接纳，更加远离唯物史观，陶希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者。a 参加社会史论战的托派人士，

按理应是接受过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一般说来也强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在共产国

际政治斗争的视野下，使之采取对抗中共干部派历史观念的态度，故意提出异说而不惜脱离唯物史观的

大框架，这些人大部分最后也是摒弃了原有的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任曙可以作为代表性人物之一。b

社会史论战中多有脱开政治派别的个人参加者，这些人来源复杂，其中有较具政治敏锐眼光而关注中国

革命的学人，有参加过共产党、国民党或其他党派而退出的人物，如熊得山、朱其华是脱离共产党的人

士，也有虽然曾是国民党员身份、却在思想上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物，例如胡秋原与王礼锡。

社会史论战中诸人是否秉持唯物史观，必须剖析其论说的实际内容。例如陶希圣其人，截取唯物史

观的某些概念、词语和分析方法，掺杂多种来源的非唯物史观理念，在重视社会经济的牌匾下自命为唯

物史观，而明知唯物史观具有阶级斗争学说，却坚决反对，当然也就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

盾的论断。应当明了的是，所有早期的国民党左派、所有后来的国民党改组派，都无一例外地反对阶级

斗争学说。而陶希圣这样自取所需地从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摘取词语和个别内容，乃是阉割和肢解马克思

主义、阉割和肢解唯物史观。后来他主办《食货》杂志，倡导研究中国经济史，从而促进了相关史料的

发掘，但这种经济史研究，打着反对“公式主义”的旗号，脱离社会生产关系来谈论生产运营、财务财

政，实际摒弃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观念，已经不属于唯物史观的“经济史”范畴，连陶希圣自己

也都不再标榜唯物史观。王礼锡虽热衷于为论战推波助澜，但并无足够的历史理论素养，思想上追随和

依赖于胡秋原。胡秋原在政治上反复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摇摆，受不了任何组织的约束，虽也曾以通

晓唯物史观自诩，但却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早在 1932 年，鲁迅就批判和讽刺胡秋原是“在指挥刀的

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

说的论客”。c 胡秋原发文立论同样摇摆不定，为投机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他绝不依从恩格斯、列宁

明确论述的社会发展阶段学说，生生捏造出一个“氏族社会”阶段，这已然脱离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社

会形态理念，背离唯物史观思想体系。1949 年之后逃往台湾，明确声明他当初在社会史论战中虽然“使

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是“非共反共”。d 朱其华原名朱雅林，发文、

撰书使用朱新繁、朱其华、亦明、李昂、柳宁等笔名。他原为北伐军中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革命

失败后被组织任命为军队指挥官，但却逃走、脱党，更名躲入上海，借社会史论战的机会，随意抄袭而

a 陶希圣（1899—1988）192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科，后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
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 年初，陶希圣应聘为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
军工作，在思想、政治上曾追随于汪精卫。1929 年始，陆续在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与周
佛海等创办新生命书局，出版著述，随后引发社会史论战。1937 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遂积极从政，曾追随汪
精卫以对日讲和名义参与另组政府，但发现汪氏乃进行投降卖国勾当，即设法逃出，并且公开予以揭露。后成为蒋介石
秘书，1949 年奔赴台湾，继续从政，于 1988 年逝世。

b 任曙，又名任映沧、任旭，四川南充人。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后思想和立场转向托派。抗日战争时在四川
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工作，撰有《大小凉山开发概论》《大小凉山倮族通考》等书。1949 年之后到台湾，著有《中国远
古史述要》《历代中兴复国史述要》等。

c 鲁迅：《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第 33 页。

d 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第 4 版《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78 年。转自吴泽：《大革命
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续）》，《社会科学辑刊》1990 年第 2 期；林甘泉：《二十世纪
的中国历史学（续）》，《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按：胡秋原此书 2010 年于北京中华书局印行时，第 4 版《序言》
已被删节，失去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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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凑论文与撰书，目的是捞取稿费，当时就有参与论战的各派多人揭发其剽窃行为，遂改换笔名来否认

前作。这些行为均不足为训，他的撰述有的抄袭了共产党文献和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内容，有的抄袭了

反马克思主义论著中的内容，出尔反尔，杂乱迷离，这都不能当作他个人所具有的见解。

社会史论战中，脱离共产党而坚持唯物史观之人是熊得山（1891—1939）。熊得山字子奇，早年留

学日本，回国后参与革命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李达关系密切。a 第一次国共

合作时期因政见问题，与李达一起退党。1928 年他与李达、邓初民合作在上海建立昆仑书店，次年出

版《中国社会史研究》等书，坚持以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予以分析。1931 年曾以个人身份参与中国社

会史论战，在唯物史观的原则下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国社会史的认识。随后任广西大学教授，1939 年因

病逝世。他和李达一样，虽然曾经脱离共产党，但没有疏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些事例说明划分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的界限，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固然是重

要的参考坐标，但主要的还是应以上述唯物史观的四项基点与底线作为标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思想阵线的判定与划分，远远严于政治阵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

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

唯心论或宗教教义。”b 把某些使用唯物史观的词语、概念、个别方法的论述及其作者，皆轻许一张唯物

史观的标签，甚至对于凡是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说法，也定为唯物史观，这是学术上

的肤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必须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思想阵线。

综上所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当前十分必要的学术工作。这种研究应当

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的新视角，同时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必当以开阔的视野，结合中国近现

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来研讨。鉴于学界存有不少相关问题的糊涂观念和讹误说法，则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史的研究应当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

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坚持这个理念，才能使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得以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杨向艳

a 李达（1890—1966），早年留学日本，阅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 年回国后，参与发起上海的共产党组织。
1921 年 7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
人之一。1923 年末，因与陈独秀的矛盾和不同意国共合作中的某些措施，脱离共产党，但仍然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研究，著述丰富，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49 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文革”
中受到冲击，身体状况恶化，1966 年 8 月在武汉逝世。

b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第 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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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Conceptu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Qiao Zhizhong  103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the overal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relatively 

independently. At this tim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larify some basic concepts in theor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implement the 
historical principles of seeking truth, and carefully examine and clarify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s, which is 
the basis of all historical studies. Secondly,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e 
must use 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so as to make the research results reach a 
theoretical level.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ch not only needs to absorb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ut more importa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re-examine the error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correct errors and make up for errors.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basic concept and bottom lin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we should not let some fal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ashly confuse the ideological 
front of Marxism.

The Use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Pizhuang in the System of the Integrated Three Departments 
in the Southern Song

 Cao Jiaqi  110
From the Yuanyou Reign to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dopted the 

practice of discussing an issue among the Three Departments and submitting a joint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and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 used pizhuang for the everyday administration, whil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were not really reformed and the State Councilors used pizhuang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mperor according to the edict of the tenth year of the Xining Reign,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practice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This situation did not change until the Southern S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grated Three Departments was an adjustment of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established since 
the Yuanfeng Reform, which was based upon the memorial of Sima Guang, appealing to aligning the two 
Departments. This adjustment integrated the duties of the heads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and reduced offices 
and staff. As for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the Supervising Sectaries and the Drafters listed their titles and 
submitted joint memorials, which simplifie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had 
more power than it did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and could use pizhuang to deal with everyday administration 
independently. To understand the system of the Integrated Three Departments, we should consider both the 
practice of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aff and offices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Affect , Disability and Somaesthetics :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Shusterman
 Gao Yanping and Richard Shusterman  139
Richard Shusterman’s somaesthetics and pragmatist philosophy have had a strong reception in China. His 

recent book called Affect and Act: Paths of Pragmaticism explores the ways the pragmatism tradition nourishes 
his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and his idea of philosophy as an art of living. It especially underscores “affect” 
as the key concept of pragmatism. On July 3rd of 2019, after Shusterman gave a lecture called “Pragmatism 
and Affective Cognition”, Gao Yanping, the Chinese translator of Affect and Act, did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husterman. The content of interview included such topics as the meaning of “affect”, the somatic turn in 
philosophy, the notion of som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maesthetics and American thought, the importance of 
“propriocep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somaesthetics and disability.

The Overflow, Collision, Combination and Endogenesis of Words
      ——Outline of Discourse on Aesthetic Theory of Chinese Art since Modern Times 

 Liu Xuguang  144
People’s taste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art are expressed through a set of discourse mode, which 

determines their 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works. The overflow, collis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art constitute the basic par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Chinese art aesthetics 
since modern tim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the endogenous part of the aesthetic the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The research path is to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modern Western art aesthetics 
and ancient Chinese art appreciation. The second is to describe and reflect on the overflow and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 theoretical discourse,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process between them, especially 
the gradual internalization of the aesthetic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since modern times. 
Finally, since 1949, the endogene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ic aesthetic theoretical discourse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accelerated, and a truly Chinese artistic aesthetic theoretical discourse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It is our general goal to make historical deduction and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all the new creation of Chinese art 
aesthetic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nd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 aesthetic 
discourse system.


